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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离婚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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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珠三角农村地区经济发达,最近１０年当地离婚现象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年

轻夫妻是离婚主体,大部分离婚案例由女性主张.调查发现,当地农村离婚现象主要与以下

因素有关:一是当地农村是全国农村的婚姻高地,外地女性大量流入,当地女性在婚姻市场

进而在家庭权力结构、家庭矛盾中处于劣势地位;二是当地农民家庭缺乏明确的共同奋斗目

标,使得夫妻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协商、支持的关系,夫妻关系完全维系于情感;
三是当地农村夫妻之间在经济、亲戚关系、交往圈子上相互独立,使得夫妻之间在家庭责任、
义务方面去公共性,夫妻关系纽带不牢固;四是当地宗族观念重,中老年人掌握财产权,维系

着传统家庭秩序和权力格局,这与年轻女性主体性伸张形成较大张力,容易导致婆(翁)媳矛

盾,进而可能引发夫妻矛盾.这样,年轻女性在家庭中无法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难以

实现主体意志,因而在发生家庭矛盾或失去夫妻感情之后容易提出离婚,而年轻男子则因为

容易再婚亦不畏惧离婚,从而导致当地离婚、再婚、复婚现象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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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传统的婚恋模式、婚姻

行为和家庭观念正在发生快速巨变,离婚现象在农村日益增多.伴随着农村离婚数量增多,由此带来

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学界对农村离婚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从既有研究来看,学界对农村离婚现象的

研究主要有以下分析路径:
一是社会结构变迁的路径.从社会结构变迁讨论农村离婚现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村庄公共性式微对农民婚姻家庭稳定性的影响.在乡村熟人社会中,村庄是农民生活世界的基本场

域,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与村庄公共生活领域相互融通、不可分割,并形塑了农民的家庭逻辑和家庭

生活形态[１].然而,现代性和市场经济逐渐渗透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进入快速转型中,乡村公共性在

社会转型中日渐式微,对青年婚姻的社会约束力和整合作用降低,使离婚的想法变成行动得以可

能[２].另一方面是人口流动对农村婚姻家庭稳定性的影响.打工经济带来了农村人口流动,对农村

婚姻稳定性产生较大影响[３Ｇ４].人口流动造成很多夫妻面临长期两地分居,导致夫妻情感和心理上的

隔膜,夫妻双方都面临着情感现实的困扰与诱惑[５].同时,在人口流动打破传统通婚圈与农村婚龄人

口性别结构性失衡共同的作用下,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会提高女性离婚意念[６].
二是价值观念变迁的路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农村婚姻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原有的小

区域范围内的通婚圈逐渐被全国性的婚姻圈所取代,年轻女性在流动的全国性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

地位.这些变化对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家庭与伦理观念也随之发生变迁,个体本位的价值观

念逐渐取代家庭本位的价值观念[７].以传宗接代为价值基础的婚姻观念逐渐解体,婚姻成为追求个

体幸福生活的一种手段[８].性格志趣差异、家事冲突、情感淡薄和性生活失调都可能成为离婚的直接



原因[９].婚姻观念从追求“白头偕老”转变为“实用主义”,当婚姻生活不尽人意时,就产生不了“嫁鸡

随鸡、嫁狗随狗”的想法,从而容易做出离婚的选择[１０].
三是女性权利意识的路径.打工经济带来了女性经济上的独立、价值观念的变迁与婚姻中的优

势地位,重构了婚姻中的权利主体、权利空间与权利合法性,原有的以“当家权”为核心的婚姻权利结

构与女性权利谱系已经发生变迁,以“退出权”为实践形态的婚姻主导权由此产生[１１].女性逐渐追求

在婚姻中的平等地位,注重个人感受,追求个人幸福,不再逆来顺受,当婚姻生活不幸福时,她们会通

过离婚摆脱不满意的婚姻[１２].
学界对农村离婚现象的解释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视野,但也存在笔墨未及的地方,比如目前关于农

村离婚现象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对发达沿海地区农村离婚现象关注度较少.中国地域广阔,
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种植结构、开发早晚、距离权力中心远近等都有巨大的

区域差异性,尤其表现在中东西经济上的差距与南北中村庄结构上的不同[１３].不同农村地区的离婚

现象及原因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另如,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打工经济带来的人口外流对人口流出地

农民婚姻的影响,而缺乏对人口流入对流入地婚姻影响研究.
那么,在全国农村离婚现象增多的背景下,经济发达的沿海农村地区离婚现象的特点、原因是什

么,它有什么独特的机制、机理,是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下文将在充分吸收既有研究成果和经验调

查的基础上,以“婚姻挤压”为分析视角展开本项研究.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

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１４].在中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是在适婚女性稀缺的情况

下对适婚男性的挤压.在本项研究中,婚姻挤压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性别挤压.由于本项

研究的个案地区属于人口流入地,外地适婚女性大量流入,使得该地区婚姻市场上的适婚女性要多于

本地适婚男性,本地适婚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婚姻挤压主要是对本地适婚女性的挤

压.二是文化挤压,指的是农村传统男尊女卑观念、农村财产支配观念、新型家庭无目标化、夫妻关系

去公共性等文化现象,构成了对婚后年轻女性不利的挤压因素.三是结构挤压.传统家庭关系结构、
宗族社会结构维系的社会秩序,与年轻女性自主权力的伸张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在年轻男性依然服膺

传统秩序的情况下,传统社会结构就构成了对年轻女性的挤压.那么,在性别、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多

重挤压之下,年轻女性在家庭中无法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难以实现主体意志,因而在发生家庭

矛盾或丧失夫妻感情之后容易提出离婚,而年轻男子则因为容易再婚亦不畏惧离婚,从而可能导致较

多的离婚现象.

　　一、沿海地区农村离婚特点

　　１．调研点的基本概况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笔者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L镇S村进行了为期２５天的田野调研,主要采用了半

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方法搜集资料,对村庄经济特点、村庄社会性质、家庭关系等方面进行全面

调查.访谈对象主要包括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党员、普通村民等,并专门访谈了婚姻登记处工作人

员、婚姻危机干预工作人员、乡镇妇联主席等.

S村是典型的珠三角村庄,隶属于广东省顺德区L镇,是全国最大的家具生产基地,全镇已注册

家具厂有２０００多家.此外,美的、碧桂园、联塑集团等大型企业陆续入驻,L镇被评为广东省中心镇、
国家重点镇.L镇辖区面积为７３．８５平方千米,下辖１３个村委会,１０个居委会,常住人口为３０多万,
其中在籍人口为１０多万.S村距离L镇５千米,由３个自然村组成,分为１０个村民小组,下辖常住

人口１万多人,其中本地人口为３０００多人,外地人口为７０００多人.１９９０年代S村工业快速发展,农
业经济迅速衰落,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成工业用地,S村工业园初步形成.随着工业迅速发展和扩

张,地方政府进一步扩大工业用地面积,２０１２年S村剩余土地被地方政府征用,其成为全征地村.
工业的发展当本地村民带来了丰富的就业和经济机会,村民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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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股份社分红.１９９５年本村成立了村集体股份社,２００１年实现股权量化,１８岁以上村民每人两

股,１８岁以下村民每人１股.目前,S村每股分红３６００元,按一家三口算,一个家庭一年分红在

２１６００元以上.第二类是房租收入.外地人口的涌入给大部分村民带来了房屋出租机会,房屋比较

少的村民每年房租收入在１~２万元,房屋数量中等的村民每年房租收入有几十万元,房屋较多且有

厂房出租的村民每年租金收入在百万元以上.第三类是打工或做生意.按当地普通工人每月４０００
元工资来算,一个劳动力年收入有４~５万元.普通家庭按三个劳动力打工算,一年收入在１２~１５万

元.做生意或开办家具厂的村民,一年收入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据笔者粗略统计,S村年收入在１０
万元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占２０％左右,年收入在２０万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超过６０％,年收入百万元

以上的中高收入家庭约占２０％.

S村所在地区高度工业化、经济富裕、就业机会丰富,当地农民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当地成为全国

婚姻市场高地.一般而言,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人口大流动,中国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结构日

益呈现核心化[１５],农村家庭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迁,纵向上父权向子权转移,横向上夫权向妻权过

渡[１６].然而,当地却依然保持传统家庭居住模式,子代结婚后仍与父代居住在一起,家庭权力依然掌

握在父代手里.

２．S村的离婚概况和特点

S村有人口７００多户,近１０年有１３０多对夫妻离婚,离婚率约为１８．６％.离婚年龄以３０岁左右

为主,离婚的方式主要是协议离婚,大部分夫妻离婚时有孩子.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地离婚情况,笔者

对L镇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婚姻危机干预中心工作人员、妇联主席等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查
阅了相关资料,较为全面地了解了镇域范围内的离婚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L镇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份婚姻登记数据

年份

结婚登记/对

总数/对 初婚/人
再婚

总数/人 其中复婚/人

离婚登记/对

２００９ ９４４ １７４０ １４８ ８ １２３

２０１０ ９９６ １７８５ ２０７ ２６ １２５

２０１１ １１１０ ２０４７ １７３ ２２ １７７

２０１２ １０９４ １９８５ ２０３ ４４ ２０７

２０１３ １０５７ １９０３ ２１１ ４４ ２６８

２０１４ １０５９ １８６６ ２５２ ８０ １９９

２０１５ ９７７ １７０６ ２４８ ８２ １９７

２０１６ ９４０ １５９２ ２８８ １２０ ２０６

２０１７ ８６５ １４２１ ３０９ ９２ ２１５

２０１８ ８１８ １３１６ ３２０ １０４ ２５４

２０１９ ６６５ １０８５ ２４５ ７０ ２６２

合计 １０５２５ １８４４６ ２６０４ ６９２ ２２３３

　　从对S村的深度访谈和L镇的资料分析来看,当地农民离婚现象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离婚数量呈上升趋势.调研发现,S村近１０年离婚数量呈上升趋势.通过表１可以进一

步看到本地离婚呈总体上升趋势,２００９年L镇全镇的离婚人数只有１２３对,２０１３年离婚人数达到了

２６８对.虽然,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有所回落,但总体上本地离婚呈现上升趋势.２０１９年截至１１月份离

婚人数已达２６２对.与此同时,结婚人数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呈现出快速下降走势.
第二,离婚主要由女性提出.据婚姻登记处和婚姻危机干预工作人员反映,当前的离婚主要是女

性提出,且以８０后、９０后女性为主.相比上一辈妇女,８０后、９０后一辈年轻妇女对家庭婚姻问题的

容忍度要低.当婚姻出现问题时,上一辈妇女会为了家庭、子女考虑而选择忍受和妥协,女性很少主

动提出离婚.而８０后、９０后一辈年轻妇女则更注重个人感受,当婚姻出现问题时,她们不会逆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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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而是选择反抗,当反抗失败时她们可能选择离婚.
第三,离婚主体是年轻夫妇.调查发现,８０后、９０后一辈年轻人,尤其９０后一辈年轻人已经成为

目前离婚的主体.他们离婚年龄在３０岁左右,结婚时间不长,其中不乏闪婚闪离的现象,而且她们大

部分人都已经生育子女.据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介绍,近几年他们办理的结婚登记中有６０％年轻夫

妻是奉子成婚,因为缺乏婚前准备阶段而直接进入家庭角色,当激情退去、剩下生活的琐碎时,一旦婚

姻家庭出现矛盾,他们会选择快速结束婚姻.
第四,家庭矛盾是导致离婚的直接原因.诱发家庭矛盾的因素主要有感情不合、家庭琐事、债务、

生育、婚外情等,其中因感情不合、家庭琐事而离婚的占比最高.L镇婚姻干预中心工作人员对近两

年１００对离婚夫妻的调查显示,因为婆媳边界不清楚导致离婚占６０％,因为夫妻行为习惯差异导致

离婚占３５％,其他离婚原因占５％.当地大部分年轻人结婚后依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当地老人又

掌握家庭权力,喜欢干涉年轻人的生活,希望年轻人按照他们的要求生活,而年轻一辈媳妇则不希望

老人对其生活指手画脚,而是主张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为此,她们容易与老人产生冲突、引发婆

媳矛盾.
第五,再婚人数不断上涨.从表１中可以看到,２００９年再婚人数为１４８人,到２０１８年再婚人数

达到３２０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达到２４５人,再婚人数总体呈现上涨趋势.S村近１０年来,１３０多对离婚

夫妻中,大部分人已经再婚.当地属于人口流入地、全国婚姻市场高地,离婚后男女双方都能够找到

再婚对象,尤其是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绝对优势,使他们再婚更容易.
第六,复婚人数不断上升.表１显示,２００９年复婚人数只有８人,到了２０１８年已经到了１０４人,

仅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份复婚人数就有７０人.复婚人数随着离婚数量的上涨也在上涨.当地８０后、９０后

年轻人在物质丰裕环境中长大,许多人都是独生子女,父母比较宠爱,结婚前他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由父母照顾.结婚后他们依然与父母吃住在一起,在生活和抚育子女上也依然由父母提供帮助.没

有生活压力和家庭责任,年轻夫妻通常会因为一件小事情闹情绪而离婚,情绪好了又可能复婚.

　　二、沿海地区农村离婚秩序形成的社会机制

　　１９７０年代本地开始发展工业,快速工业化给本地农民带来了土地增值、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
农民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已经到达甚至超过全国小康生活标准,农民过着富裕而有保障的

生活.但近１０年本地离婚率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离婚在当地越来越成为正常的家庭现象,农
民对离婚已见怪不怪,离婚事件也不会在村庄中击起涟漪.当地已形成了稳定的离婚秩序,该秩序的

形成主要与以下几个社会机制有关.

１．婚姻高地与女性在婚姻中的劣势地位

在中西部地区农村,适婚男性面临着全国性别结构性失衡、本地女性外流形成的激烈的婚姻竞

争,他们在本地婚姻市场和全国婚姻市场中都处于劣势地位,相反当地适婚女性则在婚姻市场中处于

卖方市场.适婚男性为能够顺利完成婚配必须不断抬高自身条件,如通过提高彩礼、进城买房等方式

提升自己在婚姻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农民家庭为娶上媳妇花光家庭数十年的积蓄属于常见现象,有
些农民家庭甚至举债为儿子结婚,因婚姻致贫的现象也并不鲜见[１７].在这些农村地区,当婚姻家庭

出现矛盾、纠纷时,父母因为担心好不容易娶回的媳妇气跑了,年轻男性害怕离婚后“重返光棍”[１８],
很多中老年人就开始学会“做老人”,年轻男性在家庭里更没脾气、更听媳妇的话,家庭秩序和权力结

构会发生变迁,家庭的权力天平向年轻妇女倾斜,年轻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而沿海地区农村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吸引着大量的外地人口流入本地,其中包括大量的外地

适婚女性.外地适婚女性不仅进入当地务工市场,还介入了当地婚姻市场,而外地流入男性则不进入

当地婚姻市场.那么,在本地女性不外流、外地女性流入、外地男性不进入本地婚姻市场的情况下,本
地婚姻市场中就呈现出女多、男少的现象,本地适婚男性占据婚姻市场的绝对优势.调研发现,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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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西部农村常见的光棍问题,在S村却没有出现过,即使那些家庭条件差、身体有残缺的男性也能

够顺利结婚.尽管他们很难找到本地女性,但他们可以“退而求其次”,通过找外地女性来解决婚姻问

题.
在当地婚姻市场上由于女性不占优势,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就要不起高价、甚至要不起价.那么,

当地的婚姻彩礼就不会成为女方要价的工具,而依然保持着礼仪礼节属性.在当地,结婚时男性家庭

只需要象征性地给女方家庭一些礼物,女方父母会将同等价位的礼物给女儿陪嫁.如果女方家庭较

好,还会在男方聘礼基础上再多加一些返还给男方.因此,当地本地婚姻中没有索要高额彩礼的习

惯,但是本地适婚男性与中西部地区适婚女性谈恋爱的婚姻中,会出现女性向本地男性索要彩礼的现

象,这样就容易造成男女双方及其家庭之间的矛盾,以至于男方会主动退出婚约.

案例１　S村某男孩与一个外地女孩谈了几年朋友,谈婚论嫁的时候,男孩到女孩家提

亲,女方父母提出要４０万彩礼,否则不让女儿与男孩结婚.S村一带没有要彩礼的习俗,而

且女方还要那么多,男方父母觉得有一些过分.经过几次协商女方不妥协,男方也不愿意出

高额彩礼,于是这门亲事就黄了.

案例２　今年６９岁的段某,家庭经济条件好,自己有房产,子女已经成家.在段某６０
多岁的时候爱人生病去世,不久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很快他与一位年龄３０多岁的外地女

性结婚.

案例３　樊某,１９８３年出生,家庭条件一般,结过两次婚,前两次婚姻都因为性格不合而

离婚.樊某的第三任妻子是１９９２年出生的外地女孩,女孩是头婚,在本地做社工认识樊某.
但结婚没多久第三任妻子又因为生活琐事要与樊某离婚,婚姻干预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调

解,但樊某似乎没有打算改变自己,也不怕再离一次婚.最终樊某与第三任妻子离婚.

与男性相反,本地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一方面,大量外地女性与本地女性共同争夺

本地男性资源,从而导致本地婚姻市场的性别比倒挂,女性资源多于男性,本地男性很容易结婚,而本

地女性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本地存在一些因竞争失败、要求太高、挑选过度所带来

的大龄女性青年未婚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农村婚姻传统中,有“男高女低”的婚配逻辑,从女性的梯

度流动来讲,女性资源只会向经济条件更好的地区流动,而珠三角地区是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和社会

发展机会多,是女性资源的流向地.因此,本地女性一般不会找外地男性,更不会嫁到外地,这样就缩

小了她们在婚姻上的选择空间,从而反向加强了本地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再一方面,当地

低额彩礼使得当地男性的离婚成本很低,离婚后经济损失很小,而且男性的再婚几率高、成本低,这就

使得当地男性不畏惧离婚.
本地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使得本地女性很难像中西部地区女性那样,可以通过在家

庭中展开斗争如威胁离婚,来改变家庭权力秩序、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当年轻女性面临婚姻家

庭问题时,她们自身的抗争难以引起家庭其他成员的重视,因为年轻男性不担心家庭破裂后的婚配问

题,事实上他们很容易在当地婚姻市场上找到更年轻、更漂亮、更贤惠的适婚女性(特别是外地女性),
当地中老年人也不用为儿子的再婚操心,因此年轻男子、公婆对年轻女性的诉求也无动于衷.这样,
当地年轻女性在家庭中的抗争就难以引发传统家庭秩序、家庭关系向着自己所期望的方向改变,她们

的每次抗争都无异于蚍蜉撼树,总是无功而返,无济于事.这与年轻女性较高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

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离婚就成了年轻女性摆脱在家庭中不利地位、反抗既有婚姻家庭秩序的唯

一途径.

案例４　廖某兄弟两个,家里有两栋房子,一套老房子和一套新房子,老房子有８０多平

方米,共三层,分给了他.新房子有１１０平方米,共有４层,分给了弟弟,父母与弟弟住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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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新房子是最近几年才盖的,盖房子时他已经结婚,但给予了资助.为此妻子有意见,但

他态度坚决,妻子只能妥协.兄弟之间已经分家,但依然在一起吃饭,父母在他家做饭,弟

弟、弟媳下班后到他家吃饭.因为生活上联系比较紧密,妻子与弟媳产生了一些矛盾.妻子

希望与弟弟一家及公婆分开生活,但廖某不同意,廖某说如果妻子一定要分开生活,他会选

择站在家人一边.

２．家庭目标不明确

费孝通认为,婚姻家庭的本质在于保障人类种族的绵续,婚姻就是把父方拉入抚育工作中,形成

双抚育,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而孩子又与夫妻双方构成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从而维持婚姻的稳

定性,没有孩子的牵绊仅靠性很难维持婚姻的稳定性[１９].当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或目标丧失后,婚
姻的稳定性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从而导致婚姻的不稳定.

婚姻家庭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在传统农业时代,生产率低,婚姻家庭保证种族的延续和成员的

生存,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婚姻家庭伦理秩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婚姻家庭不再仅仅是保障种

族血脉绵延,而且还要满足家庭的发展需求.当前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的目标主要是城市化、婚
姻、子女教育.

城市化成为当前中西部农民家庭的重要目标.一方面,在很多农村地区进城买房已经成为结婚

的条件,婚姻成为农民家庭城市化重要推手.另一方面,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农民对子女教育

投资能力越来越强,为了让子女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许多农民进城买房把子女送到城里读书.再一方

面,在很多农村地区,进城买房成为农民成功的重要标志,不能进城买房是失败的标志.据统计局统

计,２０１９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了６０％,为实现城市化目标农民家庭采取了不同的实践策略[２０].
婚姻是农民家庭第二个重要目标.打工经济带来了社会流动,也带来了农村青年婚姻流动,传统

的婚姻圈随之解体[２１],在婚姻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条件下,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年轻男性在婚姻市

场中处于劣势地位,能够结婚、不打光棍是很多农村年轻男性及其家庭的共同目标.因此,在很多农

村地区,父母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为孩子婚姻做准备,年轻人为积累结婚资本努力挣钱攒钱,结
婚后则不敢轻易离婚.

教育是当前农民家庭的第三大目标.教育是农民家庭实现城市化和阶层跃升的重要途径,尤其

在就业机会少、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民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教育是中西部地区普通农民家

庭实现城市化、阶层跃升的唯一途径.家庭劳动力根据子女教育进行分工,如子女初中之前的家庭分

工主要是代际分工,老人在家种地、照顾孙辈读书,年轻夫妇外出务工;当子女上初中以后,家庭分工

以夫妻分工为主,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在家陪子女读书,另一方外出务工.

S村１９７０年代末开始发展家具产业,经过４０年的发展,S村工业园区已经有１６０多家企业.工

业的发展为本地村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大量的经济发展机会、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并实现“同
步城市化”[２２].此外,村集体经济每年给村民股份分红、购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本地村民生活

安稳且有保障.８０后、９０后一辈年轻人,他们在富裕的经济环境中成长,享受着本地工业发展的成

果.本地年轻人不像中西部地区农村年轻人那样面临着婚姻和城市化压力,本地结婚成本较低,不用

担心成为光棍.孩子出生后年轻人也不需要为养育子女担心,一方面当地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已经形成

了成熟的保姆市场,年轻人可以将孩子交给市场照料,另一方面当地大部分中老年人有钱、有闲,他们

帮子女带小孩既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又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子女上学后,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态度

是顺其自然,他们有经济条件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但子女没有考上好的大学也不会给他们带来焦

虑.一方面是因为本地就业机会多,本地市场更青睐于招收本地人,因此当地年轻人不需要参与全国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就不需要有较高的素质和学历.另一方面当地父母都希望子女留在自己身边

工作,不喜欢他们到外地工作.年轻人也比较听父母的话,他们大部分人都会留在本地工作,而本地

以家具产业为主,工作种类比较单一,无论学历高低所从事的行业都没有明显区别,而有些高学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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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出来的年轻人反而可能因为高不成低不就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中西部农村家庭有目标,家庭成员需要为家庭目标奋斗,进而需要调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相互

协作配合,家庭成员的收入需要集中在一起才可能顺利地完成家庭目标.夫妻关系不仅建立在情感

基础上,而且在经济上高度关联、在利益和目标上高度一致.当婚姻出现摩擦时,夫妻之间因为经济、
利益和目标上的高度一致,而不会轻易选择离婚.

然而,中西部农村家庭需要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家庭目标,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来说非常

容易达到,城镇化、子女教育等莫不如是.当前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家庭在城镇化、子女教育之外,就没

有其他家庭目标,其结果必然导致:一方面,家庭资源不需要整合在一起,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一个独

立的会计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关系清晰,“分家析产”(离婚)的成本较低.另一方面,家庭没有

共同目标的支撑,夫妻关系的维持完全基于情感,当感情出现问题之后,婚姻就会极其脆弱.这样,在
家庭没有共同财产、共同目标的羁绊之下,夫妻感情一旦出现问题,就很容易导致离婚、家庭破裂.

３．夫妻关系去公共性

夫妻关系有两重特性,一是情感性,表现为夫妻双方有情感依赖和寄托;二是公共性,表现为夫妻

双方之间及他们对家庭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夫妻关系公共性的产生有赖于夫妻之间有共同的经济利

益、亲属关系和交往圈子.夫妻关系在情感性和公共性共同作用下,才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而夫妻

关系的去公共性则意味着,夫妻之间缺乏共同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夫妻关系的维系独赖于夫妻感情,
当夫妻感情丧失后婚姻就会产生不稳定性.

在S村,１９７０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一辈人,他们的夫妻关系紧密程度、相互依赖程度和稳定程度都

比较高,虽然有离婚现象,但离婚的人并不多.他们婚姻稳定的原因就在于夫妻间既有情感性,又有

公共性.当夫妻之间爱情随着时间变成亲情,或感情随着生活消失殆尽,夫妻关系的公共性就成为维

持夫妻婚姻稳定的关键性因素.
从调查来看,维系夫妻关系公共性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共同的家庭责任.１９７０年代及以

前出生的一辈人,是当地创业的一辈,是当地工业发展的奠基人和贡献者,他们年轻时生活条件比较

艰苦,生活的一切需要自己努力创造,结婚后既要承担父母养老的责任,也要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还
要为家庭更好发展而努力奋斗.夫妻之间需要相互协作、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家庭责任和实现家庭的

发展目标.夫妻关系在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过程中变得紧密起来.第二,共同的家庭财产.因为有

共同的家庭责任和目标,家庭成员的经济收入集中于完成家庭责任和目标,进而形成家庭的公共财

产,家庭成为统一的会计单位,夫妻关系因共同的的经济利益连接而进一步稳固.第三,共同的社会

交往.夫妻的社会交往以家庭为单位,且主要以男方社会交往圈子为主,女方的交往圈子也是建立在

男性交往圈子之上.如女方嫁到男方家,女方需要与男方的大家族、村庄建立紧密联系,并且设法融

入男方的大家族和村庄中,而且家族和村庄都会对夫妻双方的行为有一定规范和约束,当夫妻双方中

的一方有不当行为,就会受到来自家族和村庄社会舆论的谴责.１９７０年代以前出生的夫妻,他们在

共同的家庭责任、共同经济利益和共同社会交往圈子的牵绊下形成相对稳定的婚姻关系.
而８０后、９０后一辈年轻夫妻,他们在经济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享受着父辈创造的经济条件,且大

部分是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比较好.他们结婚后依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依靠父母的支持,生活过得

比较轻松.但夫妻之间却逐渐没有了共同的家庭责任、共同的家庭财产和共同的社会交往圈子,夫妻

关系逐渐呈现出去公共性.
在家庭责任上,８０后、９０后年轻一辈夫妻不用承担养老和抚育孩子的责任.一方面,当地老人经

济独立,不需要年轻人养老.当地老人收入主要有村集体股份社的股份分红、房屋出租和务工收入,
而且村集体还给他们购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因此,老人经济富裕、生活有保障,不需要靠子女

养老,而且还会在经济上支持子女.年轻人与父母在一起生活,日常生活开支全部由父母负担,而且

挣钱不多、花钱比较快的年轻夫妻还需要父母经济上的补贴.另一方面,当地老人有钱又有闲,他们

愿意帮助子女抚养孙辈,这样既可以减轻年轻人的压力,还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访谈中,一位７０后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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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感叹现在年轻人真舒服,生完孩子不需要自己带,老人都把孩子带大了,但这么好的条件,现在年轻

人还不想生孩子,只想着自己玩的舒服.没有家庭责任的年轻夫妻生活比较轻松、自由,可以过他们

想过的生活.
在家庭财产上,年轻夫妻之间经济相互独立,没有共同的家庭财产,各自挣钱各自花.一方面年

轻夫妻没有什么家庭责任压力,也没年轻夫妻需要努力奋斗才能完成或达到的家庭目标,夫妻之间没

有形成经济合力的基础,无法形成共同的家庭财产.另一方面当地属于宗族型村庄社会结构,女性的

家庭地位比较低,对男性依赖程度较高.虽然,年轻一辈妇女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独立、主体意识比

较强,但就地城镇化和老人依然掌握家庭权力使得传统家庭秩序依然保持,女性在家庭中依然处于劣

势地位.年轻妇女希望通过经济上的独立改善在家庭中的劣势地位,保证自己在夫妻关系中的独

立性.
在社会交往上,当地工业化程度高,外来人口已经远远超出本地人口,年轻人的交往圈子超出了

传统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交往圈子,他们的交往圈子更多元、更广泛,接受的文化也是多元和包

容的.因此,他们思想上比老一辈人更开放,而传统的道德和社会约束力对他们行为的羁绊更少.夫

妻之间彼此有各自独立的社会交往圈,彼此不干涉对方的社交自由.
年轻夫妻没有共同的家庭责任、家庭财产和社会交往圈子,夫妻关系逐渐失去了公共性的一面,

夫妻双方针对对方及家庭没有责任和义务,只有共同的情感维系着夫妻关系的稳定性.当夫妻之间

情感消失或得不到满足时,同时没有夫妻公共关系的牵绊,夫妻关系极容易破裂.

案例５　赖某,３０岁左右,家里有两兄弟,已经分家,父母与弟弟住在一起.但他们家与

弟弟一家、父母一起吃饭,由父母出生活费和做饭.他在村委会工作,一个月工资近１万元,
他的妻子在一家私人公司做会计,一个月收入多少钱他不知道.因为他和妻子结婚后经济

上一直是相互独立,他挣的钱自己花,有时他会交生活费给父母,妻子挣的钱则妻子自己花.
赖某与妻子相互不知道对方有多少钱及银行卡密码.有时候他手里没有钱也会向老婆借

钱,但一般情况下都会还.平时休息的时候,他喜欢跟自己的朋友一起打球,妻子则跟她的

朋友一起逛街,他们的人际交往圈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扰.

案例６　夫妻俩,丈夫是本地人,１９８８年出生,家庭条件不好,母亲去世的比较早;妻子

是外地人,１９９７年出生.两人结婚半年就离婚,离婚是女方提出,原因是因为男方挣的钱从

来都不交给她,而是交给公公.她刚刚生完孩子,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手里又没有钱,每

次花钱都要向公公要,而且还要干很多家务,女方无法忍受,就提出离婚.在女方看来,丈夫

挣得钱就应该交给妻子,丈夫不把钱交给她是对她的不信任.而实际上本地夫妻经济上是

相互独立的,本地年轻人对父母都比较孝顺,也比较听老人的话.

４．传统家庭秩序的维持与女性主体性的张力

在S村离婚个案中,导致离婚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家庭琐事和婆媳矛盾.S村属于华

南宗族文化圈,虽然在现代性进村过程中,宗族观念、组织受到一定的侵袭,但宗族文化和宗族结构依

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因为当地是就地城镇化,人口结构保持较为完整,农民家庭和村庄集

体的经济条件都较好,使得传统宗族文化活动得以保持和延续.另一方面,当地中老年人是本地产业

的创业者和家庭财富的积累者,在集体经济中拥有股份,因此他们在村庄和家庭中掌握话语权,同时

他们还是传统宗族文化的维护者.因此,传统宗族文化在当地还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其中重要的表现

是保持传统男权、父权主导的家庭秩序.
在全国许多农村地区,随着传统农业经济的衰退,打工经济的兴起,传统父权退出家庭权力中心,

年轻人掌握了家庭权力.而在S村当地,家庭权力则依然由父代主导,中老年人当家作主、掌握家庭

财产,年轻人必须听从父母的话,否则会被认为“不孝顺”.年轻人结婚后一般会跟父母在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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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子一定会与父母住在一起,除非父母不愿意与儿子住在一起,独子才会与父辈分开住.有兄弟且房

子多的家庭,父母会选择与其中一个儿子(一般是小儿子)住在一起,房子少的情况下,父母会与两个

儿子同居共爨.
传统家庭秩序依然保持,同在一个屋檐下,婆婆依然按传统方式要求媳妇,如媳妇嫁到夫家要听

从婆婆的话、家务活应该由媳妇来干.同样是工作回家,丈夫回家什么都不用干,妻子回家不仅要承

担家务活,还要照顾丈夫、小孩.但年轻一辈妇女,她们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受过中高等教育,在女性

权利意识崛起过程中成长,在经济上也较为独立.因此,她们有自己的主体性,敢于挑战婆婆的权威,
不会轻易顺从婆婆的话.同时,在夫妻关系中,她们希望与丈夫保持平等的关系,希望丈夫也能够体

贴和照顾自己,而不是自己一个人为家庭付出.如此,女性主体性的觉醒必然与传统家庭秩序之间产

生张力.

案例７　丈夫３３岁,妻子３２岁,结婚半年,还没有小孩,与男方父母住在一起.婆婆比

较强势,家里什么事情都由她管,而妻子比较有主见,不愿意听婆婆的话,婆媳之间经常因为

一些小事情产生矛盾.丈夫比较护婆婆,总是站在婆婆立场说妻子的不是.一次婆媳之间

又闹矛盾,丈夫要妻子跟婆婆认错.妻子非常气愤,觉得自己又没有错,为什么要向婆婆道

歉,反而认为在这个家里自己一点地位都没有,于是一气之下提出离婚.

在一般情况下,本地女性很难对抗传统家庭秩序.一方面是因为本地宗族文化的影响,传统家庭

伦理一直保持.另一方面是因为本地中老年人是创业者,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和积累者,他们掌握家

庭财产,年轻人享受老一辈打下的财富基础,甚至依靠老一辈提供的经济帮助.因此,老人在家庭中

享有绝对权威,从而保证传统家庭秩序的维持,年轻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很难改变,进而要么女性妥

协,要么女性提出离婚.

案例８　丈夫３０多岁,妻子２８岁,两人认识两个月后闪婚,婚后与男方父母住在一起,
小孩出生１个月的时候婆媳之间开始闹矛盾.一次孩子生病得了肺炎,媳妇想带孩子看西

医,婆婆认为中医好要带孩子看中医,婆媳之间发生了争吵,丈夫却站在婆婆一边不肯听妻

子的话,最终媳妇妥协.媳妇想带孩子到娘家住一段时间,婆婆不放心媳妇带孩子,说什么

都不肯让媳妇把孩子带回娘家,媳妇只能一人回娘家.妻子憋了一肚子火,想让老公道歉才

回去.结果在娘家住了三个月,丈夫也没有来娘家接她回家.她觉得自己在婆家不受重视,
于是坚决向丈夫提出离婚.

两代人居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而当地年轻人恰恰多数与老人同居共爨.一是,不管是经济上

还是照料子女上,年轻人都需要中老年人的帮忙,否则他们的生活压力会非常大,因此他们不愿意与

老年人分开吃住.二是,传统家庭伦理价值对年轻男子的影响较大,年轻男子即使与中老年人住在一

起觉得不方便,也不敢自己主动提出分开居住,这样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孝顺,也怕村里人这样说.三

是,中老年人也不愿意与子女分开住,他们对年轻人不放心,不会轻易放权给年轻人.同时,当地有老

人与子女同居共爨的传统习惯.四是,当地中老年人经济独立,又有大量的时间,他们也希望与子女

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这种大家庭的居住方式容易带来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婆媳、翁媳之间的生活矛盾和摩擦.在这

种矛盾、摩擦中,年轻男子一般会站在中老年人一边,忽略年轻女性的情绪和感受,甚至直接指责年轻

女性,而年轻女性则期待丈夫站在自己一边.这样,年轻女性的期待与现实之间就有较大距离,进而

容易使婆媳、翁媳矛盾转变为夫妻矛盾.年轻女性在家庭关系、家庭矛盾中承受巨大的压力,她们很

可能在矛盾无法缓解、达不到自己目标之后提出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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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乡村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农
民婚姻家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离婚现象在农村越来越普遍.然而,中国地域广阔,文化经济发

展存在差异,不同农村地区离婚的原因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学界关于农村离婚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中西部地区,对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离婚现象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本项研究中,珠三角地区农村经济发达,处于全国婚姻市场的高地.在当地宗族社会结构和发

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地农民家庭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维持夫妻关系的主要纽带是“爱情”,当“爱
情”一旦被生活消磨殆尽,婚姻就会变得极其脆弱.同时,当地夫妻关系已去公共化,夫妻之间的伦理

责任日渐式微,进一步加深了婚姻的不稳定性,并推动农民的婚姻家庭观念不断发生变化.
与农民婚姻家庭观念发生变迁相悖的是,农民家庭内部依然保持传统家庭生活秩序,在代际关系

中父代拥有大家庭权威,媳妇必须顺从婆婆;在夫妻关系中丈夫拥有小家庭权威,妻子必须顺从丈夫,
年轻女性在家庭中处于劣势地位.而现代女性经济独立、自我意识觉醒,她们意欲冲破传统家庭秩

序、重构新型家庭关系,但在实践中却遭遇巨大的困难.一方面,本地老人掌握家庭财产和地租经济

大权,年轻人在经济上依赖于老人,同时本地宗族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依然保持,老人在家庭中拥有较

大的话语权,他们极力维持传统家庭秩序.另一方面,作为人口流入地的珠三角农村是婚姻市场的高

地,本地女性很难通过离婚或威胁离婚的手段改变传统家庭秩序.因此,即使经济独立、思想现代的

本地年轻女性在与传统家庭秩序作斗争时也很容易成为失败者,进而要么在家庭斗争中妥协以适应

传统家庭生活秩序,要么以离婚的方式对抗到底.
虽然,沿海地区农民离婚的原因不同于中西部农村,但它们却都面临着现代化带来的婚姻家庭变

迁影响.婚姻家庭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村传统的婚姻家庭秩序与传统小农经济

社会相契合.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背景下,农村经济社会形态发生了剧烈变迁,传统婚姻家庭秩序

快速瓦解,但与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婚姻家庭秩序却还没有完全形成.在新婚姻家庭秩序形

成之前,农村婚姻家庭尚处于裂变之中,离婚率的增加是新秩序在形成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但建立什么样的婚姻家庭秩序,不仅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直接联系,也与价值观念、社会舆论引

导有很大关系.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制度建设和价值输出,向人们传递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促进社

会建立健康的婚姻家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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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DivorceinRuralAreasofDevelopedCoastalRegions

QIWeiwei

Abstract　TheprosperousruralareasofthePearlRiverDeltahasseenarapidgrowthofdivorＧ
ce．Inthelastdecade,youngspousesarethemajorityofdivorcecases,withwomenclaimingthemaＧ

jorityofdivorces．Thesurveyfoundthatthelocalruraldivorcephenomenonismainlyrelatedtothe
followingfactors．First,thelocalareaisoneofthehighlandsoftheruralmarriagemarketinChina
andtheinfluxofoutlanderwomenhasputlocalwomenatadisadvantageinthelocalmarriagemarＧ
ket,andthusinthefamilypowerstructureandfamilyconflicts．Second,localpeasantfamilieslack
clearcommongoals,whichmakesitdifficulttoformacloserelationshipofmutualdependence,conＧ
sultationandsupportbetweenhusbandandwife．Therelationshipbetweencouplesiscompletely
tiedwithpersonalaffections．Third,localruralspousesareindependentofeachotherintermsofeＧ
conomy,kinshipandsocialcircles,sothereisnostrongsenseoffamilyresponsibilitybetweenhusＧ
bandandwife,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isnotfirm．Fourth,thepatriarchalclanideais
dominantthere．TheelderlyholdpropertyrightsandmaintainthetraditionalfamilyorderandpowＧ
erpattern,whichcreatesagreattensionwiththesubjectivityofyoungwomen．Itleadstoconflicts
betweenparentsＧinＧlawsanddaughtersＧinＧlaw,whichmayinturnresultinconflictsbetweenhusＧ
bandandwife．Inthisway,youngwomenarenotgiventhestatusandvoicetheydeserveinthefamＧ
ilyandfinditdifficulttorealizetheirsenseofself．Asaresult,whenfamiliesareinconflictorspouＧ
seshavelosttheiraffection,theytendtodivorce．Youngmen,ontheotherhand,caneasilyremarry
withoutfearofdivorce,whichleadstoahighincidenceofdivorceandremarriageinthisarea．

Keywords　divorce;familygoals;rationalizationofhusbandＧwiferelationship;femalesubjecＧ
tivity;family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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